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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瘟疫等突发事件不断侵蚀着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 为有效应对危机并迅速复原,城市增

强其韧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已变得越来越迫切。 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 NCA 与 QCA 方法对 17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

定性比较分析,从整体视角探索技术、组织、环境前因条件对城市韧性的复杂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①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

高城市韧性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高城市韧性产生的充分条件。 ②技术、组织、环境联动匹配,形成了城市韧性的多样化

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 具体表现为市场主导模式、社区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政
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 ③不同时段的高城市韧性组态并不完全相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发生变化,但是以高

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及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的模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为城市提高其韧性提供了决

策依据,弥补了传统定量分析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城市韧性及制度逻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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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城市自形成以来便持续地

遭受着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瘟疫、恐怖主义等天灾人祸的干扰和冲击,不断侵蚀着城市的持续性发展。 以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也对城市的应急管理能力和快速复原能力提出了新的挑

战。 由此导致的停工停产、物流不畅等,不仅对当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也在其他地区产

生了涟漪效应。 2021 年河南郑州水灾暴露出当地对重大自然灾害认识准备不足、应急处置不当等问题,从
而影响了城市复原速度。 因此,受冲击影响的城市如何有效修复、动态调整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备

受关注。 2020 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韧性城市”的目标,指出“韧性”是区域系统面对冲击

时表现出的抵御风险、降低损害、开拓新发展路径的能力。 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增长极,如
何增强其韧性使之在各类不确定性因素的制约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韧性体现了一个城市迅速化解危机、自我修复完善的能力,其形成有助于保障城市秩序和功能正常运

转。 目前,有关城市韧性的研究刚刚起步,多基于单一事件(如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灾害)或单一视角(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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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探究城市韧性建设。 然而,城市韧性是不断以非线性方式变化且高度复杂的系统,
其形成往往涉及多元主体的组合演进,各主体与环境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城市韧性[1-2] 。 因此,单
一视角不足以充分解释城市韧性的复杂驱动机制。

城市韧性的提升应在洞悉多重作用机制的基础上,理性把握其形成逻辑。 制度逻辑理论为分析城市韧

性提供了理想的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要基于组织所处的特定制度情境来理解组织行为[3] ,而制度情境中

通常存在多种制度逻辑对组织产生影响[4] 。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混合型组织,其内部包容着不同的制度逻

辑[5] ,韧性有助于城市在这些不同制度逻辑间相互冲突、对抗,并持续交互过程中达到稳定状态[6] 。 为了实

现“韧性城市”的建设目标,有效提高城市韧性,则需要回答下面三个问题:哪些因素是提高城市韧性的关键

条件? 各要素如何协同并充分地驱动城市韧性提升? 动态视角下提高城市韧性的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
而整体论视角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 相比于传统回归分析, 整体论下的组态视角和定性比较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可以分析要素间类似于“化学反应”的综合效应[7-8] ,更适合研究

城市韧性的复杂驱动机制。
本文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构建了理解城市韧性提升路径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并结合必要条件分析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
方法,研究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下多要素间联动对城市韧性的复杂驱动机制。 本

文可能的贡献如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从组态角度出发更为丰富地解释了多要素

联动对城市韧性的复杂驱动机制。 二是在影响机制上,本文认为各城市提高城市韧性不能简单套用已有模

式,而是需要结合城市自身禀赋与环境选择合适的城市韧性驱动模式。 本文得到了四种不同建构高水平城

市韧性的可能驱动模式,同时,通过对非高城市韧性的分析发现城市韧性建设过程中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

间的重要互补关系。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 NCA 和 QCA 方法相结合的方式,结合必要性和充分性两

种不同的因果关系,分析受多重制度逻辑影响下的城市韧性问题。 并将多时段 QCA 方法引入城市韧性研究

中,总结城市韧性组态的动态演化规律,进一步厘清了城市韧性背后的复杂机制,有助于推动多重制度逻辑

与城市韧性间必要和充分关系的相关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城市韧性的定义

虽然韧性的概念在物理学、材料学等学科中具有悠久的应用历史,但其更偏向于只具有单一稳定状态

的工程韧性。 现代韧性理论则源于 Holling[9]关于生态系统韧性的研究,该研究认为生态系统是具有多种稳

定状态的动态系统,同时使用“韧性”一词形容生态系统所具备的抵抗外生冲击,并在危机出现时仍能维持

其功能运转和主要结构的能力,这与传统韧性有着很大区别。 现代韧性理论打破了稳态平衡性思想和线性

思维,较好地诠释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实现了对于系统内部各种因素间的动态循环和动态交互的认知突

破,为城市韧性理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0] 。 “城市韧性”的概念最早应用于城市和防灾研究,随后韧性联

盟、联合国人居署、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纷纷根据各自对于城市韧性概念的理解,提出多种规划与实践方

案,与此同时灾害学、城市规划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也逐渐将城市韧性的思想纳入自身研究领域。
目前,由于不同学科或机构对韧性概念的理解不同,对城市韧性的定义也各有侧重:生态学者认为城市

韧性的重点是面对外界冲击时可以保持原有的状态[11] ;灾害学者认为城市对灾害的抵抗能力是其韧性的重

要体现[12] ;工程学者则认为城市在灾害中可以快速恢复更能体现其韧性。 其他学科对城市韧性的定义也多

基于本学科研究视角。 此外,由于概念和内涵的不同,各学科对城市韧性构成维度的理解也存在差异,但多

数研究以经济、社会、生态、工程为主[12-13] 。 部分学者根据其研究内容加入机构[14] 、制度[15] 、政策缺陷[16] 等

维度。 根据所属学科的不同,本文将已有研究对城市韧性的定义梳理归纳为 7 类(表 1)。
通过梳理城市韧性的定义可以发现,多数研究从所处学科领域出发,主要关注于城市对灾害的承受能

力,以及在遭遇灾害后快速恢复至原有状态的能力,鲜有研究关注城市韧性的不同子系统间协同发展,对城

市韧性适应能力的提高上。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较强的适应性是其韧性的保障,根据复杂适应系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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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领域学者 / 机构对城市韧性的定义

所属学科 城市韧性的定义 学者 / 机构

生态学 城市系统消化、吸收外来干扰并能保持原来结构、维持关键功能的能力 Alberti 等[11] 、Resilience
 

Alliance[17]

灾害学 城市在受到灾害冲击或经济混乱时能够防止伤亡并维持社会状态稳定的能力 Jha 等[12] 、Liao[18]

工程学 城市在灾害中快速恢复并继续保证其商业、工业、政府和社会正常运转的能力 Lamond 和 Proverbs[19]

地理学
城市中的个人、社区、机构、企业和系统,在各种慢性压力和急性冲击下存续、适
应、发展的能力

Rockefeller
 

Foundation[20]

城市规划学
系统和区域通过合理准备、缓冲和应对不确定性扰动,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
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能力

Brown 等[21] 、Ernstson 等[22]

经济学
区域经济经历外生冲击后能够回到冲击前水平的增长速率,经济被锁定为一个
低水平的平衡之后快速转换至一个“更好的平衡”的能力

Hill 等[23] 、Brugmann[24]

管理学
城市韧性是应急管理系统框架的概括,当社区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冲击时,
治理主体在目标、能力和过程等方面能有效应对风险事件

陈涛和罗强强[25]

论,系统的适应性源自于其内部主体的适应性,系统内的主体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利用其适应性,不断学

习、积累经验,进而改变自身结构与行为方式[26] 。 多主体的变化又在宏观层面上推进系统整体的演进,提升

城市系统的适应性和韧性。 因此,城市韧性不应仅包括灾害来临时的承受能力与灾后重建能力,还应该包

括城市从外部冲击中适应、学习并不断演进的能力。 据此,本文认为城市韧性是由城市经济、社会、生态、基
础设施 4 个维度组成的复杂耦合系统,体现了城市在遭受外部冲击后可以快速恢复至原水平并保持社会稳

定,并通过不同子系统间的组合与协同发展能够持续提高的能力。
(二)城市韧性的影响因素

目前,城市韧性建设作为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路径,可以在各种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等外生冲击发生时,有效提高城市的应对能力,降低城市发展中各类风险的影响。 但由于城市自身的复

杂性,亟须以结合多维视角、综合系统方法探究城市韧性建设问题。 目前,关于城市韧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

究视角众多,本文结合已有研究进行如下梳理。
一是,从技术视角出发,随着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不仅在逐渐改

变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为城市韧性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董幼鸿和周彦如[27] 认为,技术对城市韧

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政府为核心的技术使用者,通过与技术供应商进行合作,根据自身设立的法律规范

和技术监管者的要求,应用数字技术提高城市的灵敏性和准确性。 从而提高城市系统面临外生冲击时的响

应速度和行动效率[28] ,提高对城市的预防、抵抗、恢复和适应等方面的能力。 也有学者提出政府可以将大数

据技术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构建智慧城市,并利用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等方式,推动整体消费方式转型,
构建多元经济生态,使得城市韧性得以提升[29] 。 当灾害或危机过后政府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以及方便的

互联网络快速调动社会资本,如使用信息公开等方式让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灾后重建中,助推城市韧性

的恢复。 此外,技术创新也被认为是决定遭遇外生冲击后城市能否快速恢复的关键因素[30] 。
二是,组织管理在提高城市韧性的过程中也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具体分为制度体系和管理网络两

方面。 其中,组织制度体系主要是由政府作为核心主体,利用其领导作用所构筑的快速应急反应体系,在灾

害发生后可以有效降低灾害影响,是推动城市韧性建设的关键方式。 Dawley 等[31]提出政府政策及制度管理

在提升城市韧性方面的持久作用,制度体系的设计与建立过程中涉及的可持续性、发展性、完整度、决策者

思维局限性等都与城市韧性的提高息息相关[32] 。 另一方面,组织管理网络是由多维度多级别的管理架构组

成,管理网络内部的组织数量、各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及组织内人才储备情况都对保证城市韧性有着较为重

要的作用[33] 。 Huck 等[34]指出城市韧性多维治理网络会受制于单一的管理组织架构,阻碍治理网络的快速

运转,因此多级别部门建构与组织间网络协作是提升城市韧性的关键[35] ,此外横向组织网络也可以有效提

高跨部门问题解决的效率。
协同管理和权利下放也被认为是提高城市韧性的两个组织管理因素[36] ,其中协同管理的关键在于突破

城市内资源流动的限制,使得各种资源在城市内部快速流动,各类信息在各主体间高效传递;权利下放则是

指通过发挥公众、社会的自组织及灵活性等特性,调整当前完全依赖政府统一分配的管理体系,赋予公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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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权力,塑造更小的空间及个体对韧性治理的参与机制[37] 。 整体来看,构建多元参与主体及各主体间有

效协作的组织模式,对于保护城市结构及在冲击下功能的正常运转较为有效,可以在外生事件发生后快速

恢复人们原本生活状态,从而构建高效可控的城市环境。
也有部分研究从环境角度展开,主要分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 其中,生态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空间载体,生态系统所具备的调节、支持等服务功能可以提高城市的抗干扰能力[38] ,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
降低自然灾害影响、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等目标[39] ,对提升城市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环境方面,更多的

研究集中于城市的产业发展情况对城市韧性带来的影响。 徐圆和张林玲[40]发现,产业结构较为多元化的城

市,在面对 2008 年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更为强健的经济韧性,能够更好地分散冲击带来的影响,维护城市稳

定。 陈奕玮和吴维库[41]则认为短期来看产业相关多样化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提高,但是从长期来看,这
种相关多样化能够提高行业间的正外部效应,进而促进城市韧性的提高。 此外,张明斗等[42] 从产业结构调

整角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外生冲击发生时,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利于经济韧性的提升,而结构高级化

则表现出助推作用;但是在外生冲击发生后,城市恢复的过程中,二者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作用。 综上可

知,生态环境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多为间接或长期慢性的影响,而经济环境尤其是城市产业发展情况对于城

市韧性的影响更为直接,研究结论基本已通过数据验证。 相比之下,生态环境因其测量较为困难,多数研究

仍停留在理论层面。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可以发现,关于城市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与实践仍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空间。 首

先,现有研究多基于某一单一视角或单一要素探究其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但城市韧性是多元主体不断交互、
不断演化下形成的,具有多种子系统的复杂概念,因此从单一角度出发很难阐述清楚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其次,由于城市韧性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领域,前沿理论仍在不断完善中,因此现有研究的许多视角多停留

在理论探索阶段,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对其提出的理论进行验证。 最后,针对城市韧性这类复杂问题,许多

实证研究依然通过传统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此导致研究结果并未从整体视角出发,所得到的结论可能会

有些片面,也很难对城市韧性的复杂作用机理进行明确解释。
由于城市韧性受制于其内外部多因素协同作用,单一条件不能作为驱动高水平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

同时,囿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不同城市提高其韧性的路径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厘清城市中各

因素之间的协同联动机制对提高城市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一)城市场域的多重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跨制度逻辑的秩序系统,不同制度逻辑分别代表了对系统内个体行为的

一套差异化期望[3] 。 制度逻辑作为一个参考框架,个体通过对物质生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在时间与空间

中为其行为赋予现实意义[43] ,构成了行动者进行意义构建的前提。
制度逻辑理论发展初期,人们的认知呈现出单一化倾向,这导致其因难以有效分析不同决策主体所采取的

多样化制度逻辑而饱受诟病[44] ,因而在后续研究中采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予以替代。 多种制度逻辑在同一场

域中,彼此之间或互补或冲突,交织构成了组织所面临的复杂制度环境,并共同对场域中的组织产生影响[45] 。
城市作为一个混合型组织,多种制度逻辑并存,这些制度逻辑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实践方式的选择,进而对

整体治理轨迹和结果产生影响[5] 。 城市治理的每一阶段背后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政府与社会关系及制度特

征,主要呈现出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交叉共存的现象,共同构成城市复杂的制度环境。
(二)TOE 框架下的多元组态与城市韧性:

 

理论模型

1. TOE 框架下各要素与城市韧性的关系

TOE 框架旨在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维度探究目标变量的影响因素,三个维度在实际应用并非单独作

用,而是通过某种联动匹配模式共同产生作用。 目前学者们以 TOE 框架为基础展开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涉及

电子政务[46] 、政府公共卫生治理[47-48] 、智慧城市治理[49] 、产业融合[50] 等多个领域。 技术(T)、组织(O)和环境

(E)三个维度的具体指代也因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由于 TOE 框架设置了多种要素,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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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问题可以灵活地改变要素组成,这使其在多个研究领域中均可以表现出较好的适用性。 本文在现有

TOE 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城市韧性的研究实际和多重制度情境,构建城市韧性的分析框架。
(1)技术条件。 技术条件是指技术自身特征及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它主要关注技术与组织结构的

匹配程度、与组织之间应用能力的协调程度,以及能否为组织提高潜在收益等[51] 。 面对如今快速变化、充满

不确定性的 VUCA(volatile,uncertain,complex,ambiguous)时代,政府组织需要快速识别早期危机信号并迅速

响应[52] ,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并迅速恢复反弹,实现可持续发展[53] 。 大数据技术凭借其 4V 特征,对数据进行

网格化管理,精准把握目标发展的规律,预判事件发生的概率[54] 。 从而将政府的治理模式由传统的“事件—
分析因果关系—采取应对措施”,转变为“数据—量化分析—预判—预防措施”,使城市在面临外部冲击时,
可以根据相关信息和预防措施,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55] ,为政府的减灾行动提供最佳决策,从
而提升城市韧性。 此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十分重要,如果缺乏必要的基础技术设施支撑,政府应用

大数据的空间有限,成本也会大幅提升,从而降低技术应用的绩效水平[56] 。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性,有
助于大数据技术在城市各领域、各子系统之间建立“网络神经系统”,联结多层次的自适应网络[57] ,网络规

模越大、多主体间的联系越强,城市的运转效率及韧性也会显著提高。 因此,本文选择大数据技术和数字基

础设施两个二级条件作为技术条件的具体内容。
(2)组织条件。 组织条件指组织自身的特点,它聚焦于组织能否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特征选择适合的

发展战略。 研究者通常从组织和管理两个层面挖掘影响因素,包括资源获取能力、集权化程度、组织间压力

等[58] 。 在以政府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中,各级政府组织对城市安全保障担负主要责任[59] ,其在面临外部冲击

时所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是城市秩序快速恢复的关键[60] 。 当日益频发的外部冲击超出城市系统所能够承

受的范畴时,对地方政府以应急预案、管理制度设计及资源协调等要素为主的应急管理能力提出必然要

求[61] 。 显然,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已成为实现城市韧性的关键。 此外,社区是城市基本生产和生活单元,其
韧性也是城市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28] 。 若社区民众积极参与社区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在面对外部冲击

时,民众的不慌乱、不盲从,可以有效降低政府组织避险行动的成本,提高城市韧性。 同时,应急预案有助于

城市的应急管理体系与基层应急管理体系间的有效衔接[28] ,可以保证发生意外时上级指令的精准下达和有

效执行,通过政府与社区的双重治理推动城市快速恢复至原水平并保持社会稳定。 因此,本文选择政府应

急管理能力和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两个二级条件作为组织条件的具体内容。
(3)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包括组织所处的市场结构、政府管制政策等方面的外部环境[62] 。 对于城市而

言,其所处的市场结构更多表现为其内部的产业结构。 产业作为城市的经济支柱,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助

于城市经济稳定,提高城市韧性。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产业间的融合可以在单个行业受到冲击时给城市留下

足够的缓冲和迂回空间[63] ,有效分散外部冲击的影响[64] 。 同时,产业融合可以提高产业间的资源匹配效

率,为遭受冲击后的城市快速恢复提供帮助[42] ,推动城市韧性发展。 此外,市场化水平作为地区制度环境的

重要表征,良好的市场化水平可以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信息搜索成本[65] ,促进地区经济稳定发

展,为城市韧性提供动力。 同时,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助于各类信息和要素在城市内快速流动,改善传统治理

环境中政府与社会间封闭的关系,帮助城市在外部冲击来临时快速进行资源调度,加快复原速度。 因此,本
文选择产业融合度和市场化水平两个二级条件作为环境条件的具体内容。

2. 多重制度逻辑下城市韧性的复杂影响机制

城市是由不同制度逻辑构成的复杂组织,其韧性的关键在于有效平衡相互竞争的逻辑。 由于制度逻辑

之间存在着不兼容性,在建设韧性城市过程中往往会因多目标的存在而产生冲突,并可能由于内外部环境

的变化而导致某种逻辑以牺牲其他逻辑为代价获得主导地位[66] 。 行为主体遵循主导逻辑要求形塑其行

为[67] ,而我们需要通过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厘清制度逻辑的作用,解读多种制度逻辑各自的角色[68] 。 因此,
提升城市韧性不仅要关注政府、市场及社区各自的逻辑,还要关注多重逻辑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其复杂关系

决定着城市韧性水平。
在不同制度逻辑下,面对动态复杂的环境,参与主体需要结合自身利益诉求选择不同的行动方向。 在

政府逻辑主导下,中央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谋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 例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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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中央政府秉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出台多项联防联控政策,维护公共利益。 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地方

政府,在高风险地区通过分类隔离、停产停工、交通管制等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城市区域结构性要素本身受

到人为限制,经济活动停滞,城市韧性受到控制。 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趋缓后,各地方政府放开管制,为
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复苏,结合冲击程度,地方政府出台复工复产政策,在政府逻辑主导下,恢复城市韧性。
但随着市场的复苏,在市场逻辑主导下,市场作为一种“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到重要作用。 高度开

放的市场化水平可以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各类信息和要素在城市内快速流动,企业对信息和要素的搜索

和获取成本降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稳定城市经济发展,为城市韧性提供原动力。
3. TOE 框架下多元组态与城市韧性

组态视角为本文分析多重制度逻辑下多要素联动对城市韧性的复杂作用机制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根据制

度逻辑之间的复杂关系(↘减弱,↗增强,→保持,☉主导),可将其分为主导、互补与冲突三种类型(主要制度逻

辑的组态关系与城市韧性见表 2)。 本文由此延伸出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城市韧性组态理论。 在基于政府逻

辑、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相互交织的混合制度逻辑基础上,分析 TOE 框架下大数据技术、产业融合、政府应急管

理能力等要素受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相互作用,影响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城市韧性。
例如,在政府逻辑与社区逻辑相互补充的混合逻辑影响下,在韧性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与

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社区逻辑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将“情感、忠诚、共同价值”作为目标,主
张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不断提升自治能力,最终达到善治的目的。 虽然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着

指导性作用,但社区在组织领导、制定预案、组建应急队伍、筹备物资、模拟演练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 因此只有政府与公众的协同共治,才能提升城市的灾害防御功能和自我救济功能,提升城市韧性。 反

之,如果出现政府逻辑与社区逻辑相互冲突的情况,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多变性,地方政府在监管过

程中可能出现执行过度或不足,造成公众的不满,使得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阻力,导致城市韧性的降低。
此外,也可能出现单一逻辑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 当市场逻辑主导时,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效率

机制为手段的规则体系,将会引导企业更快速地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配置,可以加速城市复原。 在政府逻

辑的主导下,当城市面临突发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区域结构性要素本身受到限制时,为减小对城

市基本职能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强制管控政策,借助专业技术(大数据技术等)谋求公共利益最大

化,可能引发区域经济活动暂时性的停滞。 而在市场逻辑辅助政府逻辑的混合逻辑下,为应对冲击事件引

发的经济活动受阻,政府将通过颁布一系列惠企政策,如提供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等,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恢
复市场活力。 市场作为引导企业行为的主体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市场逻辑决定企业经济活动理

性。 政府通过大数据技术,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69] ,使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城市治理由模糊识别转变

为精确识别,准确获取突发事件等对城市的影响并迅速做出响应,进而提升城市韧性。 同时,大数据技术还

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产业融合。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以促进市场要素重组和技术创新,冲破传

统产业的边界,拓展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70] 。 数字技术还为产业提供多样化的知识网络和信息交流,扩大

企业收集信息的渠道,这有利于企业根据更丰富的内外部信息,推进经济主体的竞合关系[71] ,加速产业升级

和结构优化,使城市经济系统面对市场、环境等冲击扰动时,能够有效抵御和吸收冲击,快速维持商业平

稳[72-73] 。 一方面产业融合可能导致产业的多元化。 当产业多元化程度较高时,多元化结构会起到“减震器”
的作用。 如果冲击是影响某一特定产业,其他类型的产业将受到较小影响,产业内部遵循市场主导逻辑,产
业集聚多样化促进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和知识交流,城市系统得以快速应对外部风险冲击造成的负面影

响。 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也可能带来产业的专业化。 由于产业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致使对特定产业的冲击快

速扩散至相关联产业,造成区域经济快速波动,但当冲击过后,政府通过不同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复工复产,
企业遵循政府主导逻辑要求,通过自身专业化结构高效、快速地恢复,进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对区

域抵御外部冲击起到积极作用。 制度逻辑影响下要素的组态与城市韧性的主要关系见表 2。
根据组态视角,在多重制度逻辑下不同要素呈现多样化的组态,可以采用 QCA 方法利用其溯因逻辑去

识别哪些组态可以产生高的城市韧性。 本文使用组态视角,探索在制度逻辑影响下,技术、组织、环境多要

素联动影响城市韧性的复杂机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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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制度逻辑影响下要素的组态与城市韧性

政府逻辑 市场逻辑 社区逻辑 冲突、互补和主导关系 多重制度逻辑关系产生的情景 TOE 框架下要素的可能组合 城市韧性

↗ → ↗
政府逻辑与社区逻辑
互补

受各自行为逻辑影响的政府和社
会公众通过互动强化和延伸社会
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社区
民众自治能力要素组合

增强

↘ ↘ ↗
政府逻辑与社区逻辑
冲突

由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灵活多变
性,地方政府在监管过程中可能出
现执行过度或不足,造成公众的
不满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市场化
水平与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要素组合

减弱

→ ☉ → 市场逻辑主导
市场作为引导企业行为的主体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逻
辑决定企业经济活动的行为选择

产业融合度与大数据技术
要素组合

增强

☉ → → 政府逻辑主导

突发自然灾害或公共卫生事件,造
成城市区域结构性要素本身受到
限制,经济活动停滞。 政府借助专
业技术(大数据技术) 谋求公共利
益最大化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大数
据技术要素组合

减弱

↗ ↗ →
政府逻辑主导市场逻
辑辅助

地方政府出台有力措施,助力企业
复工生产,市场活力和民众生活逐
渐恢复

产业融合度与市场化水平
要素组合

增强

　 注:↘表示减弱,↗表示增强,→表示保持,☉表示主导。

图 1　 理论模型图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必要与充分因果关系是两种新兴的因果关系解释[7] ,其中必要条件因果指某一前因条件不存在时,结
果不会发生;充分条件因果指前因(组合)充分地产生结果[74] 。 本文使用 NCA 检验 6 个前因条件是否是提

高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并采用 fsQCA 方法探索技术、组织、环境多要素联动对城市韧性的影响。 相比于传

统回归分析,fsQCA 更擅长处理多前因条件的复杂问题[75] 。 传统回归分析法最多可以分析 3 个变量间交互

作用,而本文共包括技术、组织、环境各维度下的 6 个前因条件,因此选择 fsQCA 解决本文研究的问题更为

合适。
(二)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使用 2020 年中国 17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进行相关研究。 其中大数据技术来自于《中国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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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水平评估白皮书(2021 年)》中各省市的大数据发展水平。 市场化水平根据樊纲构建的市场化指

数测算方法推算得到各城市 2020 年市场化指数。 其余数据整理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

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具体测量如下。
1. 前因条件

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技术是利用《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白皮书(2021 年)》中的总指数来测量,
该白皮书从基础环境、产业发展、行业应用三个维度对省份进行综合评估。 本文将各省份大数据发展指数

匹配至各市,作为城市大数据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并对数值取对数以便于运算。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则参考谭海波等[56]的测量方法,以 2020 年各城市“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

量”为指标,用各市“互联网宽带接入量”除以“常住人口”测算各城市数字基础建设水平。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对资源的整合、整体的控制和反应能

力,是多种能力的综合体现[76] 。 当城市遭遇外生冲击时,政府公职人员越多越有利于应急方案的实施,可以

更好的维持社会稳定并有序开展后续恢复工作。 因此,本文以“每万人公职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标准,参考

已有研究,用各城市“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数量”除以“常住人口”计算得到,并将所得结

果取对数以缩小量级。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社区被喻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细胞单元”,当灾害来临时社区的稳定至关重要,

社区服务机构数量越多越有利于提高民众的自治能力,通过日常应急演练的开展,保证民众的有序生活。
因此,本文以“每万人社区服务机构数”作为衡量指标,用各省市 2020 年“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站”数
量除以“常住人口”,并将其匹配至对应城市测量当地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产业融合度:产业融合度的测量方面,目前学界仍未形成公认的测量方式和指标体系,根据已有研

究[77] ,产业融合度可用耦合协调度来表示。 尽管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反映了产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协

调程度[77] 。 因此,本文选择通过耦合协调度的模型来测度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以确保在理论角度保持一

致。 此外,因为现代城市中第一产业占比极少,且多数集中在城市所管辖的农村,一产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很

难对提高城市韧性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仅考虑二三产之间的融合度。 综上,本文参考曹菲和聂颖[77] 的测量

方法,通过耦合协调度的模型来测度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测算模型如下:

C =
 

2 - 2 × (SI2 +TI2)
(SI + TI) 2

                 

(1)

T = αSI × βTI
              

(2)

D =
 

C × T
           

(3)
其中:C 为产业耦合度,值介于 0~1,产业间耦合程度越高 C 值越大;SI 为第二产业综合评价值;TI 为第三产业

综合评价值;T 为综合协调指数,表示子系统对总系统的贡献程度;D 为耦合协调度,即产业融合度;α 和 β 为待

定系数,由于各子系统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复杂关系,本文将 α、β 进行均值化处理,即均为 1 / 2。
对于二三产的综合评价值,本文参考曹菲和聂颖[77] 、陈学云和程长明[78] 的构建指标体系,选择客观赋

权的方式,通过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赋权,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赋值因素的缺陷。 表 3 中展示了测量产业融合

度的具体指标和相应权重。
表 3　 产业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18. 71
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 % 2. 95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 0. 55

第二产业固定投资增长率 % 2. 3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9. 65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人 19. 38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36. 50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 / 人 9. 93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25. 39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2. 24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 2. 22

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增长率 % 2. 50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人 21. 70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37. 02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万元 / 人 8. 93

　 注:劳动生产率=产业增加值 / 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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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城市韧性综合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权重(%)

经济韧性

人均 GDP 元 7. 06
人均财政支出 元 5. 69

第三产业占 GDP 比例 % 1. 99
就业率 % 20. 00

社会韧性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人 10. 72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张 2. 37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量 台 7. 73
每万人医疗机构人数 人 1. 55

生态韧性

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20. 7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 99

污水处理率 % 0. 66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0. 24

工程韧性
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15. 01

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 千米 / 平方千米 5. 26

　 　 市场化水平:目前关于市场化水平的测量主要采

用樊纲构建的中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其包含政府

与市场关系等 5 个二级指标。 本文根据该测算方法,
根据各城市数据计算求得各市市场化指数。

2. 结果条件

城市韧性的相关测度中,较多研究采用 Martin[79]

提出的单指标连续性测度方式,以城市的敏感度变化

体现城市经济韧性,多采用就业度、GDP 等指标,通常

为灾害前后某一指标的变化,该方法测度相对片面,且
不适用于 QCA 的研究方法。 故本文选择通过经济韧

性、社会韧性、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指标构建城市韧性

测度体系,全面衡量城市韧性。 构建多指标体系测度

城市韧性的状态值,确定指标权重依然采用客观赋权

的方式,以熵值法对各项指标赋权。 根据本文对城市

韧性的定义,参考已有研究从 4 个维度选择 14 个指标对城市韧性进行测量,具体指标及权重见表 4。 表 5 为

各条件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数据校准

变量校准是赋予案例集合隶属值的过程。 依据主流 QCA 研究,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对数据进行校

准[80] ,结合数据分布特点,对所有条件以其各自 85%、50%和 1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与完全不

隶属的定性锚点。 表 6 为各前因条件与结果条件的校准数据。

表 5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大数据技术 170 4. 080 2. 750 3. 317 0. 412
数字基础设施 170 1. 511 0. 023 0. 389 0. 187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170 5. 926 1. 568 4. 701 0. 647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170 6. 901 0. 513 2. 502 1. 552

产业融合度 170 0. 661 0. 200 0. 318 0. 093
市场化水平 170 19. 694 10. 206 14. 229 1. 894
城市韧性 170 0. 736 0. 073 0. 185 0. 105

表 6　 前因条件与结果条件的校准

条件类别 条件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技术条件
大数据技术 3. 897 3. 242 2. 860

数字基础设施 0. 456 0. 350 0. 280

组织条件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5. 267 4. 812 4. 000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4. 746 2. 050 0. 989

环境条件
产业融合度 0. 395 0. 287 0. 249
市场化水平 16. 181 14. 212 12. 375

结果条件 城市韧性 0. 277 0. 149 0. 104

五、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必要条件分析

NCA 在识别必要条件时可以分析其效应量(effect
 

size),它表示产生特定结果需要某一条件的最低水

平[7] 。 在分析其效应量时,常使用上限回归( ceiling
 

regression,CR) 和上限包络分析( ceiling
 

envelopment,
CE)方法分别生成对应函数,得到其效应量。

251

技术经济 第 44 卷　 第 2 期



表 7 报告了本文的 NCA 分析结果,对于各条件分别用 CR 与 CE 两种方法计算其效应量。 根据 NCA 的

分析结果判断某一条件为必要条件需要满足两个特征,其一,该条件的效应量不小于 0. 1[74] ;其二,该效应

量是显著的[81] 。 根据表 7 中数据可知,虽然部分前因条件的 p 值显著,但是所有前因条件的效应量均小于

0. 1,因此各前因条件均非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
瓶颈水平(%)指达到结果最大观测范围的某一水平,前因条件最大观测范围内需要满足的水平值[7] 。 如

表 8 所示,若要达到 80%的城市韧性水平,需要 3. 3%水平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 32. 8%水平的产业融合度,而其

他 4 个前因条件不存在瓶颈水平,这表明各前因条件也不是构成低水平(0% ~50%)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
为了检验 NCA 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一步使用 QCA 方法检验必要条件。 若某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

平大于 0. 9 时,则说明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 通过 fsQCA3. 0 软件得出高 / 非高水平城市韧性必要性条

件的数据结果(表 9)。 表 9 中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在 0. 9 以下,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结果与 NCA 结果

一致,即各前因条件均非产生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

表 7　 NCA 方法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a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d) b pc

大数据
技术

CR 95. 9 0. 019 0. 95 0. 020 0. 004
CE 100 0. 009 0. 95 0. 009 0. 003

数字基础
设施

CR 98. 2 0. 018 0. 99 0. 018 0. 003
CE 100 0. 014 0. 99 0. 015 0. 000

政府应急
管理能力

CR 99. 4 0. 002 0. 99 0. 002 0. 382
CE 100 0. 002 0. 99 0. 002 0. 450

社区民众
自治能力

CR 98. 8 0. 003 0. 98 0. 003 0. 049
CE 100 0. 004 0. 98 0. 004 0. 076

产业
融合度

CR 98. 8 0. 046 0. 99 0. 047 0. 000
CE 100 0. 051 0. 99 0. 051 0. 000

市场化
水平

CR 100 0. 000 0. 99 0. 000 1. 000
CE 100 0. 000 0. 99 0. 000 1. 000

　 注:a. 各前因变量为校准后的模糊集隶属度值。 b. 0. 0≤d< 0. 1 为“低水平”;0. 1≤d< 0. 3 为“中等水平”。 c.
 

NCA 分析中的置换检验
(permutation

 

test,重抽次数= 10000)。

表 8　 NCA 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城市韧性 大数据技术 数字化基础设施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产业融合度 市场化水平

0 NN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NN
50 NN NN NN NN NN NN
60 NN NN NN NN NN NN
70 NN NN NN NN 10. 1 NN
80 NN 3. 3 NN NN 32. 8 NN
90 NN 8. 3 NN NN 55. 5 NN

100 49. 0 13. 3 13. 8 10. 1 78. 2 NN
　 注:使用 CR 方法,NN 表示不必要。

表 9　 fsQCA 对单个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前因条件
高水平城市韧性 非高水平城市韧性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大数据技术 0. 672 0. 669 0. 522 0. 551
非高大数据技术 0. 549 0. 519 0. 687 0. 690
高数字基础设施 0. 741 0. 737 0. 448 0. 474

非高数字基础设施 0. 471 0. 446 0. 751 0. 755
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0. 548 0. 512 0. 653 0.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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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前因条件
高水平城市韧性 非高水平城市韧性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非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0. 623 0. 628 0. 508 0. 544
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0. 615 0. 608 0. 578 0. 607

非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0. 603 0. 574 0. 627 0. 633
高产业融合度 0. 769 0. 782 0. 406 0. 439

非高产业融合度 0. 448 0. 416 0. 798 0. 786
高市场化水平 0. 621 0. 612 0. 547 0. 572

非高市场化水平 0. 565 0. 540 0. 629 0. 638

(二)组态分析

本文采用 fsQCA3. 0 软件对导致高 / 非高水平城市韧性的组态进行分析。 当研究对象与样本量不同时,
一致性阈值的设置也有不同,如 0. 800[82] 、0. 760[83] 、0. 750[84] ,但通常情况下一致性阈值大于 0. 750[85] 。 同

时,根据样本数量的不同,频数阈值也不尽相同[86] 。 基于此,本文最后将频数阈值设定为 1,一致性阈值设

定为 0. 800。 PRI(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一致性的阈值建议设置为 0. 500 以上,否则可能出

现矛盾组态[87] ,因此本文将 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700。
在城市加强其韧性的过程中,较好的大数据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可以为其提供便利,但是有些城市也

可以依靠组织和环境维度的发展而弥补这一点。 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及社区的自治能力同样会在提高城市韧

性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市场与技术的结合弥补相应的不足。 城市的产业融合度与市场化水

平较高时,可以有效缓解外生冲击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影响,同时加速灾后恢复,但大数据技术与政府结合后的

精准管理可以起到相类似的结果,因此每个条件都不是必不可少的。 结合以上分析及 NCA 的结果,本文对 6 个

前因条件在分析时均选择了“存在或缺失”。 表 10 为 6 个前因条件所形成的高城市韧性及非高城市韧性组态。
从表 10 中实现高城市韧性的组态结果中可以看出,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为 0. 886 > 0. 800,覆盖度为

0. 564>0. 500,同时单个解的一致性水平也均大于 0. 800,表明 5 个组态是高城市韧性的充分条件。 在组态

1a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33,原始覆盖度为 0. 325,唯一覆盖度为 0. 005,结果说明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高水

平产业融合度及非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为核心条件,非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构成高

水平城市韧性。 在组态 1b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03,原始覆盖度为 0. 407,唯一覆盖度为 0. 054,结果说明高水

平数字基础设施、高水平产业融合度及非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为核心条件,高大数据技术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推动高水平城市韧性的构建。 组态 2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36,原始覆盖度为 0. 260,唯一覆盖度为

0. 048,结果说明高数字基础设施、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及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非高市场化水平为边缘条

件的环境下有助于高水平城市韧性的构建。 在组态 3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13,原始覆盖度为 0. 157,唯一

覆盖度为 0. 020,结果说明高数字基础设施、高产业融合度、高市场化水平为核心条件,非高大数据技术和非

表 10　
 

实现高 / 非高城市韧性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城市韧性的组态 非高城市韧性组态

组态 1a 组态 1b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a 组态 5b 组态 5c 组态 5d 组态 6
大数据技术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 �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 � ● �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 � � �

产业融合度 ● ● ● ● ● � � � � �

市场化水平 ● ● �

一致性 0. 933 0. 903 0. 936 0. 913 0. 895 0. 911 0. 934 0. 928 0. 937 0. 903
原始覆盖度 0. 325 0. 407 0. 260 0. 157 0. 201 0. 482 0. 253 0. 229 0. 326 0. 302
唯一覆盖度 0. 005 0. 054 0. 048 0. 020 0. 049 0. 087 0. 032 0. 006 0. 031 0. 071
解的一致性 0. 886 0. 895
解的覆盖度 0. 564 0. 666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 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条件,�或 代表边缘条件。 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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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稳健性检验(调整阈值)

前因条件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大数据技术 �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 � ●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 �

产业融合度 ● ● ● ●
市场化水平 ● ●

一致性 0. 902 0. 935 0. 904 0. 895
原始覆盖度 0. 407 0. 328 0. 138 0. 201
唯一覆盖度 0. 678 0. 018 0. 025 0. 308
解的一致性 0. 882
解的覆盖度 0. 547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 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
条件,�或 代表边缘条件。 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产生高水平城市韧性。 在组态 4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895,原始覆盖度为 0. 201,唯一覆盖度为 0. 049,结果说明高大数据技术、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高产业融

合度及高市场化水平为核心条件,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有助于城市达到高水平韧性。
从表 10 中实现非高城市韧性的组态结果中可以看出,总体解的一致性为 0. 895>0. 800,单个解的一致

性水平均大于 0. 900,表明 5 个组态是非高城市韧性的充分条件。 在组态 5a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11,原
始覆盖度为 0. 482,唯一覆盖度为 0. 087,结果说明非高数字基础设施、非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非高大

数据技术为边缘条件的环境下可能会出现非高水平城市韧性。 在组态 5b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34,原始

覆盖度为 0. 229,唯一覆盖度为 0. 006,结果说明非高数字基础设施、非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非高政府

应急管理能力与非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为边缘条件的环境下可能会出现非高水平城市韧性。 在组态 5c 中,
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28,原始覆盖度为 0. 229,唯一覆盖度为 0. 006,结果说明非高数字基础设施、非高产业融

合度为核心条件,非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非高市场化水平为边缘条件的环境下可能会出现非高水平城市

韧性。 在组态 5d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37,原始覆盖度为 0. 326,唯一覆盖度为 0. 031,结果说明非高数字

基础设施、非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为边缘条件的环境下

可能会出现非高水平城市韧性。 在组态 6 中,组态的一致性为 0. 903,原始覆盖度为 0. 302,唯一覆盖度为

0. 071,结果说明非高大数据技术、非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非高产业融合度以及非高市场化水平为核心条件

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非高水平城市韧性。
(三)稳健性检验

在 QCA 的研究中,路径结果的稳定性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85] ,这也使得 QCA 的研究结果经常遭到

质疑。 为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参考杜运周等[7] 的

做法,采用调整频数阈值及一致性的方法进行稳健性

检验。 本文将频数阈值提高到 2,一致性阈值提高到

0. 85,所产生的组态的核心条件与前文基本一致。 该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11 和表 12 所示。 此外,新增其他

条件也是常用的稳健性检验方法之一[88] 。 城市规模会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城市发展潜力,影响冲击后城市恢

复速度[42] ,从而影响城市韧性。 因此,本文还通过增加

新条件“城市规模”的方式检验稳健性,测量方法为城

市人口取对数,校准方法与前文一致,完全隶属、交叉

点、完全不隶属的定性锚点依次为 6. 779、 5. 791、
5. 031,所产生组态与前文基本一致。 所得结果如表 13
所示,所产生组态与前文基本一致。

表 12　
 

非高城市韧性稳健性检验(调整阈值)
前因条件 组态 5a 组态 5b 组态 5c 组态 5d 组态 5e 组态 6

大数据技术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 �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 � �

产业融合度 � � � � � �

市场化水平 � � �

一致性 0. 928 0. 937 0. 943 0. 957 0. 910 0. 911
原始覆盖度 0. 299 0. 302 0. 180 0. 179 0. 393 0. 213
唯一覆盖度 0. 339 0. 199 0. 039 0. 013 0. 052 0. 072
解的一致性 0. 914
解的覆盖度 0. 640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 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条件,�或 代表边缘条件。 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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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高城市韧性稳健性检验(增加新条件)

前因条件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大数据技术 ●

数字基础设施 ● ●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产业融合度 ● ● ●
市场化水平 ● ●
城市规模 ●
一致性 0. 917 0. 912 0. 868

原始覆盖度 0. 405 0. 515 0. 227
唯一覆盖度 0. 016 0. 145 0. 041
解的一致性 0. 883
解的覆盖度 0. 591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 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
条件,�或 代表边缘条件。 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四)进一步分析

1. 高城市韧性模式分析

实现高水平城市韧性的 5 个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分

别为 0. 933、0. 903、0. 936、0. 913、0. 895 均大于临界值

0. 800。 在 5 个组态中,唯一覆盖度与原始覆盖度的最

高值均在组态 1b,说明该组态的经验相关性最强。 通

过进一步对组态进行归纳分析,本文以核心条件的差

异对组态进行分组归类,组态 1a 与组态 1b 均以高数字

基础设施、高产业融合度和非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为

核心条件,因此将二者归为一类,其余三个组态各为一

类,据此总结出以下 4 种高城市韧性的模式,见表 14。
(1)市场主导模式(DI× IC) 表示在较高产业融合

度与较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情况下,可以

产生较高的城市韧性。 在这种模式中,虽然政府应急

管理能力并不具备优势,但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不同

产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分担潜在风险,进而提高城

市韧性。 同时产业融合与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相结合,提高了多主体间的联系强度,在这种模式下,如果

发生外生冲击,产业间的相互联合可以有效降低冲击造成的影响。 在市场逻辑的主导下,各类资源可以更

快速地实现有效配置,加速城市复原。 因此,市场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无形之手推动城市复原,此时较小的

政府干扰,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市场更快地完成危机应对。 此外,在遭受冲击时,较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可以帮助企业更为便捷的获取信息,推动各种资源高速有效流动,使地区产业向更加合理的结构转化,进
一步提高城市韧性。 例如,宁波市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气候复杂多变,属于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高发

地区,2013 年曾遭遇极为严重的水灾,受经济损失超过 333 亿元,对城市造成极大影响。 但是灾害发生后城

市的发展并未遭受严重影响,产业结构也不断合理化,一产、二产比重逐渐降低,2019 年时三产占比首次超

过二产。 这也使得当地在 2020 年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依然实现了 GDP 增速 3. 3%,同时实现年均因

自然灾害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全市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控制在 1%以内的目标。
(2)社区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DI×CA×IC)表示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和高产业融合度分别与较好的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并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城市韧性。 在这种模式中,较好的社区民众自治能

力可以在外生冲击发生时遵循社区逻辑,最大限度的保护社区居民的安全,而较为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则有利于智慧社区的构建,从而令社区在冲击中保持基本的运转。 高水平的产业融合度与基础设施的结

合则为这种模式下城市韧性的恢复提供助力,产业间通过融合分散外生冲击的影响,并通过完善的数字基

础设施提高各主体的联系程度,加快城市的恢复速度。 同时,市场逻辑与社区逻辑的结合下,可以尽可能的

保证外生冲击下各类物资供给及社会稳定,为冲击后城市恢复营造环境。 例如,青岛市作为中国的特大城

市,是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国际性港口城市,其经济发展及产业发展水平位于中国城市前列,同时近年

表 14　
 

高城市韧性模式

前因条件
市场主导模式 社区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 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 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

组态 1a、组态 1b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大数据技术(BD) Yes
数字基础设施(DI) Yes Yes Yes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GE) No Yes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CA) Yes

产业融合度( IC) Yes Yes Yes Yes
市场化水平(ML) Yes Yes

　 注:Yes 条件存在;No 条件缺乏;空白处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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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推动,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区建设方面,青岛市

依托“数字青岛建设”,不断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目前建成智慧社区 72 个,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度达

100%。 也正因如此,2022 年青岛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的时候,其通过有序的社区管理及科学防控的措

施,仅用一周时间便遏制住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势头,并较快恢复社会生产,2022 年上半年,青岛市依然保持

着 GDP 同比增长 3. 7%的速度,实现了外部冲击后的快速复原和提高。
(3)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DI×IC×ML)表示在高产业融合度与高市场化水平结合的情况下,辅以较

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有效提高城市韧性。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制定的政策为地区产业发展提供较高的市

场化水平,有助于各类信息和要素在城市内快速流动,使城市在面对外生冲击时快速进行资源调度,加快城

市复原速度。 同时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有效保障政府与产业及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助力各类信息的

高效传递,使城市在面对外生冲击时更具韧性。 例如,柳州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是广西最大的工

业基地,也是我国唯一同时拥有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基地的城市,第二产业较为发达,产业集聚水平较

高,商业发展较好。 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柳州市四百多万的人口累计确诊仅几十例,城市发展并未

受到直接影响。 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整体市场低迷,对这座工业重镇经济发展确实产生了不利影响,不
过地区的产业结构也随之调整,第三产业占比不断上升,在市场逻辑主导下,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城市经

济发展稳中上升,城市韧性持续提高。
(4)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模式(BD×GE×IC×ML)表示在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高产业融合度与高市场化

水平的环境下,结合较好的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高水平城市韧性。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相

互补充,高水平的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保证政府在外生冲击到来时可以获得大量信息,
及时做好相应防控。 同时,还可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帮助政府更好的掌握市场情况,为地区企业构建良好

的制度环境,引导、帮助企业不断发展,从而提高城市韧性。 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通力合

作,尽可能的提升城市发展潜力及冲击抵抗性。 例如,天津市作为 4 个直辖市之一,相比于其他地级市,政府

的应急管理能力较好,同时毗邻北京,其政府逻辑也会较强,但是这不妨碍市场逻辑与之协调。 为最大限度

的保证市民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的安全及城市的正常运转,天津市制定了严格的防疫措施。 2021 年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15695 亿元,同比增长 6. 6%,在保证城市韧性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发展,地区产业结构也不断优

化,争取进一步提高城市韧性。
2. 非高城市韧性模式分析

本文也对非高城市韧性的 5 个组态依据核心条件的不同进行了归类,其中,组态 5a、组态 5b、组态 5c、组
态 5d 核心条件相同,故归为同一模式,组态 6 为另一种模式。 首先,前 4 个组态对应的模式中,数字基础设

施与产业融合度均为核心缺失,在这种条件下,完全依靠政府虽然可以应对冲击,但是市场逻辑的缺失使得

城市很难从冲击中快速恢复,难以具备较强城市韧性。 其次,在组态 6 对应的模式中,虽然大数据技术缺失,
社区逻辑与市场逻辑也处于缺失状态,即使政府可以利用较好的数字基础设施获得较多的数据,但是难以

做出准确分析,同时缺乏市场与社区的协助,使得城市在面临外生冲击时政策执行不畅、资源调配困难,这
种情况下城市无法具备较高的韧性。 此外,本文发现所有模式中均存在非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由此

说明当缺乏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互补时,政府逻辑下的“掠夺之手”特征会阻碍城市韧性的提高。
(五)动态视角下城市韧性的驱动模式

定性比较分析基于集合论的假设,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探究引发结果的前因组合,对复杂因果关系进

行跨案例的比较分析。 但由于要素之间存在紧密、复杂的显性或隐性关联,各类关联的机理在时间维度上

也会发生变化并传导至其他要素[89] ,因此对于如城市韧性这类复杂性问题除了需要关注多要素间的联动效

应外,还应考虑时间效应下多重轨迹的动态演化。 城市韧性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不同时期的观察窗口,可
能会导致条件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并非恒定成立,同样的因素对于结果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别。

因此,为了更好的探究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多时段 QCA 方法对城市韧性进行分析。 具体来说,该方法通

过比较不同时间段的组态解[90] ,以此探究时间效应的影响。 在多时段 QCA 的分析过程中,通过观察不同时

段的路径,掌握每个时段内的路径解后,比较多个时段间的路径解有何变化,继而找出随时间保持不变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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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条件。 如果某组态在不同时期出现多次,则说明这一组态是产生结果较为稳定

的组态[91] 。
进行多时段 QCA 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节点进行选择,本文以国家对于城市韧性要求的变化为分界点。

第一个节点是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

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

绵城市”。 这是国家针对城市应对自然灾害冲击需具备的能力提出指导方案,因此,本文的多时段 QCA 分析

以 2013 年作为起点。 第二个节点是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海绵城市的发展方向,让海绵城市建设

不仅仅限于试点城市,而是所有城市都应该重视这项“里子工程”。 即从 2017 年开始,关于城市韧性建设的

要求从部分城市推广到了所有城市,因此本文将 2017 年作为第二个节点。 而 2020 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韧
性城市”的概念,因此将 2020 年定为第三个节点,前文所做的 fsQCA 便是以 2020 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分

析。 故本文所选择的时间段分别为 2013—2016 年、2017—2019 年和 2020 年。
为了保证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2013—2019 年与 2020 年所选择的城市、前因条件等均一致。

在数据处理方面,大数据技术由于起步较晚,早年的大数据发展水平未有合适的测量数据,且考虑到前期发

展速度较慢,故前面两个时间段的大数据技术数值为 2016 年和 2019 年的发展水平。 其余前因条件均为各

时段的平均值。 在数据校准方面前两个时间段也与 2020 年保持一致,即对所有条件以其各自 85%、50%和

15%分位数值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与完全不隶属的定性锚点。 本文使用 fsQCA3. 0 软件对上述两组数据进

行组态分析。 为保证结果的可比性,所有阈值设置与前文 2020 年数据保持一致。 表 15 为两时间段 QCA 分

析结果。
根据表 15 可以发现,两时间段的组态结果对应的总体解的一致性水平分别为 0. 925 和 0. 934,均大于

0. 800,覆盖度分别为 0. 564 和 0. 679,均大于 0. 500,同时单个解的一致性水平也均大于 0. 900,表明各组态

是高城市韧性的充分条件。 根据 2013—2016 年高城市韧性的组态结果的核心条件可以发现,组态 1 为一

类,组态 2a、组态 2b、组态 2c、组态 2d 为另外一类。 其中,组态 1 是指在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高产业融合

度、非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和非高市场化水平为核心条件,非高大数据技术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提高

城市韧性。 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相结合,当外生冲击发生时,根据政府提前制定的应急预案

及执行能力,在冲击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尽可能地减少冲击带来的损失并保证社会稳定。 在市场逻

辑的配合下,政府可以尽快完成资源配置,降低对城市社会稳定的影响。 同时,较高的产业融合度可以分散

外生冲击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为城市快速恢复提供帮助,具有较好的城市韧性。 组态 2a、组态 2b、组态 2c 和

组态 2d 其核心条件均为高数字基础设施与高产业融合度核心存在。 在这种模式下,当外生冲击发生时由市

场逻辑占主导地位,高水平的产业融合度可以让城市中的各产业间具备较高的关联度,分散外生冲击的影

响,并且实现产业间资源的快速流动与合理分配,在减少冲击带来损伤的同时,为冲击后城市快速恢复并通

表 15　
 

两时间段 QCA 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2013—2016 年高城市韧性的组态 2017—2019 年高城市韧性的组态

组态 1 组态 2a 组态 2b 组态 2c 组态 2d 组态 3a 组态 3b 组态 3c 组态 3d
大数据技术 � �

数字基础设施 ● ● ● ● ● ● ● ●
政府应急管理能力 ● �

社区民众自治能力 � � � �

产业融合度 ● ● ● ● ● ● ● ● ●
市场化水平 � � �

一致性 0. 947 0. 947 0. 967 0. 934 0. 930 0. 952 0. 956 0. 930 0. 942
原始覆盖度 0. 185 0. 217 0. 298 0. 301 0. 425 0. 303 0. 242 0. 260 0. 456
唯一覆盖度 0. 031 0. 005 0. 034 0. 028 0. 183 0. 021 0. 035 0. 062 0. 219
解的一致性 0. 925 0. 934
解的覆盖度 0. 564 0. 679

　 注:●或�代表条件存在,⊗或 代表条件不存在;●或⊗代表核心条件,�或 代表边缘条件。 空白代表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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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资源重新分配进一步提高城市韧性提供助力。 同时与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的结合,既可以让各企业在冲

击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帮助企业未来发展,也可以增强各产业间的关联程度,进一步降低冲击带来的影响。
在 2017—2019 年高城市韧性的组态结果中,四种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均为高数字基础设施与高产业融合

度,故其作用机制与 2013—2016 年的第二种模式相同。
将上述两阶段结果与前文 2020 年的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市场逻辑主导下高数字基础设施与高产业

融合度的模式在三个时间段均有出现,由此说明,该模式下的要素组合有着较高的稳定性。 分析其原因可

能在于,这种模式除了可以分散外生冲击的影响、降低城市损失外,由于市场逻辑处于主导位置,使得经济

的稳定发展成为主要目标,因此在冲击发生后通过快速的资源配置调整,令城市从冲击中习得经验,从而进

一步提高城市韧性,最终使城市在外部冲击中通过正反馈机制不断提高其韧性水平。 而 2013—2016 年的第

一种模式在后续时段并未再次出现,其原因可能在于,该模式下虽然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相结合,但由于非

高市场化水平为核心要素,反映出市场逻辑相对弱势,结合前文对非高城市韧性模式的分析可知,政府逻辑

的“掠夺之手”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市韧性的提高,使得该模式无法在较长时间后依然处于高城市韧性水

平。 同时,随着近年我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大数据技术的提高,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均令市场逻辑不断

增强。 所以,由于整体环境发生改变,导致产生该模式所需前因条件不足,进而导致该模式不再出现。 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两种逻辑最终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即演变为了 2020 年组态结果中的组态 4,通过多元主体共

同参与、协同发展推动城市韧性的提高。
此外,与前两个时段仅有一种或两种模式不同,2020 年的组态结果具有四种模式。 对于这个现象,考虑

到时间节点的特殊性,其原因可能在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席卷全国,各个城市所具备的资源禀赋

各不相同,但都同样面临着“大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城市结合自身实际自发探索提高城市韧性的路

径,并在实践中验证其有效性,因此出现了比之前更多的高水平城市韧性模式。

六、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在公共危机、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不断冲击下,提高城市韧性对其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作为

一个复杂的混合型组织,存在多种制度逻辑并存,市场、政府和社区均对影响城市韧性的资源配置效率发挥

着关键性作用。 本文基于 TOE 框架,结合 NCA 和 QCA 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了在多重制度逻辑影响下技

术、组织与环境要素对城市韧性的复杂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如下:
(1)单一要素并不是产生高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高城市韧性的瓶颈。 以往研

究基于单项因果关系视角,发现单一要素的提升(如产业集聚)不但有助于提高城市抗冲击的能力,也能够

提升城市经济恢复的能力及冲击后状态转变的能力[92] 。 但是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瓶颈水平分析结果,本文

研究发现单一要素并不是产生高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这表明城市韧性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提升

是多要素协同优化的结果,并不存在单一要素的最优均衡。 此外,本文还发现产业融合度在各组态中都以

核心条件出现,在塑造城市韧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并不存在单一高产业融合度便可以提高城市

韧性的组态路径。 例如,在组态 2 中,高城市韧性是由高数字基础设施、高社区民众自治能力与高产业融合

度共同驱动下产生的,即仅仅依靠高水平的产业融合度并不足以提高城市的韧性。 研究发现进一步印证了

TOE 框架的三个维度在实际应用中的非独立性,揭示了各维度协同作用产生的联动匹配模式。
(2)技术、组织和环境条件“多重并发”,产生高城市韧性的多样化组态,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

本文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系统地探究了技术、组织、环境要素对城市韧性的复杂作用机制,丰富了在多

重制度逻辑主导、互补与冲突关系影响下对城市韧性及城市治理理论的深刻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了受多重

制度逻辑影响,不同要素间相互协同并充分地驱动城市韧性提升的多样化路径。 具体而言,组态 1a 与组态

1b 表明,借助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沟通与资源流动,推动产业融合,可以提升城市

韧性。 组态 2 则说明在多重制度逻辑背景下,形成“社区-企业”的共同体是促进城市韧性的重要举措之一,
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事件冲击下民众多元化需求的复杂性。 组态 3 表明依托于政府提供的市场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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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市场主体利用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优化市场结构,推动产业升级,有助于提升城市韧性。 组态 4 呈

现出政府逻辑和市场逻辑互补关系影响下的城市韧性驱动模式,说明重视发挥政府与市场相互补充的关

系,二者相互增强下,可以有效提升城市韧性。 此外,非高城市韧性的 5 个组态都包含非高产业融合度,意味

着即使政府具有较高应急管理能力,但政府逻辑中的“掠夺之手”对城市韧性起到重要的抑制作用。
(3)城市韧性的驱动模式具有动态演进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发生变化,其中以高水平数字

基础设施及高产业融合度为核心条件的模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本文通过多时段 QCA 方法分析了什么样的

要素组合可以稳定地实现高城市韧性,应用纵向数据研究高城市韧性的演化特征。 多时段 QCA 的结果表明,
各时段的城市韧性驱动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逻辑间可能演化形成更具抗风险能力的

联动匹配模式推动城市韧性的提高。 而高数字基础设施与高产业融合度的模式组合在三个时段均有出现,说
明了该种模式在提高城市韧性方面具有较为稳定的作用,其背后的机制在应对外生事件冲击及从冲击中快速

恢复并进一步提高城市韧性方面,可以发挥较好的作用。 同时,高水平城市韧性的路径变化会受到时间及技术

发展的影响,并且当大范围的外生冲击出现时,城市中的各行为主体会自发寻求提高城市韧性的方法,并在实

践过程中逐步验证,为城市自身发展及其他城市提高韧性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前进的方向。
(二)政策建议与启示

基于组态分析结果和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与启示:
(1)消除单一要素最优均衡的政策倾向,把握产业融合度在提升城市韧性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结论表

明,单一要素并不是产生高城市韧性的必要条件,而产业融合度在塑造城市韧性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因此,城市决策者需要认识到单一要素优化对城市韧性提升的瓶颈效应,消除实现单一要素最优均衡的政

策倾向,防止政策资源的过度集中造成的城市内部发展不均衡现象。 同时注重发挥产业融合度的关键性作

用,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为优先导向,着力促进各行业要素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2)系统性地优化技术、组织、环境多要素联动体系,促进各要素协同提升。 研究结论表明,技术、组织

和环境条件下的不同要素间相互协同,产生了城市韧性的多样化驱动路径。 因此,城市决策者需要从技术、
组织和环境审视城市韧性建设,灵活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通过发挥各要素的协同效应形成“组合拳”驱动

城市韧性水平提升,而非纯粹照搬其他城市的发展模式实现自身韧性建设。 对于已探明的城市韧性的驱动

模式,城市要在明晰自身的定位中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对于可能存在但还未探明的城市韧性的驱动模式,
城市同样需要在充分且清晰的认知下,在实践中探寻符合自身的发展路径。

(3)以动态的视角审视城市韧性建设,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 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在面临外生冲击时,
城市中的各行为主体会自发寻求提高城市韧性的方法,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验证,且在动态维度上,提高数

字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融合度在提升城市韧性过程中发挥着持续的关键作用。 因此,城市决策者应当将城

市韧性建设始终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同时注重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更新,根植于城市抗风险实践,
在实践中探寻合适的城市韧性建设路径。 此外,从长远来看,可以将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融合度作为

优先要素进行改善,并持续性地弱化政府干预,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提升城市韧性水平。
(三)不足与展望

虽然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有所拓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首先,本文虽从

整体视角采用多因素联动匹配效应框架进行研究,但研究结果仍可能未完全解释城市韧性。 一座城市的韧

性除了其在物质方面的硬实力外,文化与口碑等软实力则会从民众韧性、城市凝聚力等方面影响城市的发

展与复原,进而影响城市韧性。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上述因素整合到该框架中,或将其纳入新的分析框

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城市韧性相关理论。 其次,虽然本文采用 NCA 与 fsQCA 多重研究方法,但未针对性地

对典型案例进行充分说明和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将其他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与 fsQCA 方法结合,对单

案例进行深入纵向剖析,完善或拓展本文研究结果。 最后,本文采用截面数据进行研究,未能反映城市韧性

的动态过程,城市韧性作为一种复杂现象由多个条件的轨迹共同决定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各
条件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所以需要分析多重轨迹的动态演化。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捕获多时

点数据以期形成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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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atural
 

disasters,
  

extreme
 

weather,
  

plague
 

and
 

other
 

emergencies
 

continue
 

to
 

erod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crisis
 

and
 

quickly
 

recover,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for
 

cities
 

to
 

strengthen
 

their
 

resilienc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the
 

NCA
 

and
 

QCA
 

methods
 

were
 

used
 

to
 

conduc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170
 

cities
 

above
 

prefectural
 

level,
  

and
  

the
 

complex
 

impact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antecedents
 

on
 

urban
 

resilience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ingle
 

antecedent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high
 

urban
 

toughness,
  

nor
 

does
 

it
 

constitute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generation
 

of
 

high
 

urban
 

toughness.
  

The
 

linkage
 

and
 

matching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has
 

formed
 

a
 

diversified
 

configuration
 

form
 

of
 

urban
 

resilience,
  

which
 

has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aths
 

and
 

the
 

same
 

destination”.
  

It
 

is
 

embodied
 

in
 

the
 

market
 

leading
 

mode,
  

community
 

and
 

market
 

dual-
wheel

 

drive
 

mode,
  

policy
 

and
 

market
 

dual-wheel
 

drive
 

mode,
  

government
 

and
 

market
 

dual-wheel
 

drive
 

mode.
  

The
 

resilience
 

configuration
 

of
 

high
 

c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s
 

not
 

completely
 

the
 

same,
  

and
 

will
 

change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owever,
  

the
 

mode
 

with
 

high-leve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high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s
 

the
 

core
 

conditions
 

has
 

high
 

stabil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provides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city
 

to
 

improve
 

its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makes
 

up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is
 

issue,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enriches
 

the
 

theory
 

of
 

urban
 

resilience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Keywords:
              

urban
 

resilience;
  

institutional
 

logic;
  

TOE
 

framework;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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